
中国革命最明显地表现出是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

命，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最具有革命性的行为主体，

是决定中国革命和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力量。关于中国革
命发生学与农民这一革命行为主体的政治关系，学界基本

存在两种观点，笔者将之概括为“农民革命潜能说”和“政党
组织动员说”。
第一种观点强调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农村社

会结构中固有的冲突。如摩尔的研究认为，农民起义“是中国
社会中特有的标志，其原因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构架有关”[1](P173)。
农民阶级长期遭受传统官僚体制的压迫和剥削，中国共产

党借助种种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发动农民，促使其阶级意

识觉醒，进而成为传统政治秩序的反抗者。这种解释模式认
为中国农村社会拥有强大的革命潜力，中共通过群众路线

来唤醒农民，释放这种潜力。
另一种观点虽然同意农村社会中蕴藏着革命潜能的说

法，但更加强调革命政党在动员和组织农民方面所发挥的

决定性作用。这种观点认为，正是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
织效率使传统中国社会中分散的、远离政治的、由一个个家
庭细胞组成的单位被纳入规范的、等级制的严密结构中，从
而使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得以形成。如林尚立教授指出，“中
国革命的成功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；而中国共产党成

功的领导，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开发、
动员和组织，在广袤的乡村社会建立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

革命根据地，将如马铃薯般分散存在的农民动员和凝聚成

为有组织、有纪律、能战斗的革命中坚力量。”[2]笔者认为这
两种观点事实上并不矛盾，各自强调了中国革命特殊性的

不同方面。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，传统社会阶
级冲突的高度激化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是一种时代的

契合，把二者结合起来更利于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。

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西方现有的诸多革命理论也进

行过不同的解释。如亨廷顿通过比较研究，认为造成东西方
革命差异的主要因素是革命前政权的性质不同，中国革命

是从狭隘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权中产生的[3](P227)。斯考切
波从旧制度的结构和社会危机冲突中指出，中国革命的模

式是从外围走向中心，农民不仅充当了革命反叛的主要力

量，而且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群众基础[4](P289)。很显
然，诸多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。然
而，邹谠先生却认为已有的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大多数研究

成果，在理论分析和历史叙述之间，缺乏一种有机的统一。
尤其是所参照的框架、概念体系以及理论陈述，往往和常规
的历史叙述完全不相干。因此，诸如结构性的因素并不能解
释中国革命的结果。对中国革命的阐释，需要从某个特定的
角度分析入手，即应对中国革命中行为主体①的关注，从而

分析在结构约束下的人的选择。笔者认为从革命行为主体
的角度来分析，近代中国革命具有以下特殊性。
一、从革命的力量来说，中国革命是依靠农民的革命
首先，农民与革命的天然联系，作为潜在革命群体的农

民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。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是社会阶
级的决定因素。任何一个群体的基本态度，都主要取决于这
个群体的构成和结构性地位，取决于其在官僚政权和统治

者政策的框架之中所能获得的潜在或实际利益。中国农民
在官僚政治体制之下的经济社会生活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结

构中的阶级地位，即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极具忍耐性的群

体。亨廷顿以政治学家的眼光观察到，一个社会是否会走上
具有革命性质的发展道路，与农民有直接关系，只有当中等

阶级和农民一致反对现存政治体系，才易于发生革命[3](P76)。
因此，中国革命的爆发与农村集团潜存的变革性和参与性

密不可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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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依靠农民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客观分析

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选择。中国革命早期重视的是城市而
不是农村。北伐之前，农民作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几乎没有受
到注意。在城市革命屡屡受挫的情况下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
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，进行了科学分析，明

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，以农民为主体的

半无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。其中，农
民是最关键的革命力量，“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
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。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，绝不能推翻
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。农村必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
潮，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，形成一个大的力量。”[5](P17)农
民阶级是中国社会中的革命阶级，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

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，并依据中

国社会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，合理、有效地将有关阶
级动员起来，成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人周围的革命力量，形

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。
再次，中国革命军队的最初创建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

与。事实上，作为中国革命支柱的人民军队主要是由穿上军
装的农民组成的。以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
共产党人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，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

发，探索如何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条件下建立一支共产党领

导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的问题。1928年 5月 25日中国
共产党制订了《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———军事工作大
纲》，规定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，可正式定名为红军，
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。”[6](P233)同时，还规定了红军的
成分主要是工农分子。尽管红军刚创立时成分复杂，一部分
是旧军人，一部分是农民②，但农民对中国军队的创立有着

重要的贡献，毛泽东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指出，“农民———这
是中国军队的来源。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”[7](P979)。
二、从革命的组织来说，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型

政党的领导

组织是权力的来源之一，组织通过体现一套特殊的价

值观而获得了一种“独特身份”。[8](P28)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正

是通过其特殊的革命价值观而获得了领导革命的独特权

威。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
部分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在无产阶级革命中，无产阶级要组
成阶级并团结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革命行动，就需要有自己

的政党和革命理论。组织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，具有四
方面的意义：第一，使无产阶级能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；

第二，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；第三，能根

据形势的特点，提出革命的策略和任务；第四，能使革命成

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。[9](P435- 436)因此，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创

立是使革命形势形成为强大的群众革命力量的关键。
近代中国漫长的革命历程从一开始就是由一组革命者

所领导的。帝国体系解体后，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三
种政治势力：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反革命派、以孙中山为
代表的国民党温和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激进派。
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竞争、对抗、合作、妥协，共同演绎了中国
近代纷繁复杂的革命时代。
帝国解体后，军阀政治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渡政治形态，

维持了短暂的权力虽微但却集中的政治秩序。但军队力量

与地方主义的结合，无法承担对社会的整合和领导作用，带

来的必然是分散态势的军阀割据和强权政治，[10]直到北伐之

后中国才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。此后，中国革命在国民党和
共产党两大政党的博弈过程中展开。
国共两党的性质不同，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党，一个是无

产阶级政党，两者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势力，具有不同的历

史使命，因此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截然不同。国民党
在革命期间的首要战略是完成国家的统一，由此而展开的

种种斗争策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，并降低了其革命领导权

的正当性。从“党力”来说，国民党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
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，党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

涣散的状态中，缺乏真正的社会阶级基础，甚至将自身的基

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，在革命进

程中更多地呈现出一种“弱势独裁政党”的特征。[11](P361)尤其

在处理农民问题时，国民党选择了一条极权主义的路径，利

用军队这一暴力工具推动农村土地政策，企图通过反革命

道路的方式使中国走向现代国家，其结果遏制了民众运动，

在意识形态层面完全排斥了民众的政治参与，政党的革命

性色彩荡然无存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原

因，目标是扩大政治参与，促使更多的群众投入政治，从而

增强自身的力量。中国共产党作为列宁式的革命性政党，深
刻地认识到建立严密组织体系对于增强政党凝聚力的重要

性，在革命的基层地区普遍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。在土地
问题上，共产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分配方式，“不是以整个
家庭为单位，而是按人口来进行”，因此共产党从基础上把
农村体制打破了，使得地产与亲属关系之间的联系荡然无

存，有力地释放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情绪。[1](P180)从组织的角度

来讲，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革命意识的政党，能够将中国

最庞大的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和动员起来，充当了革命的

领导者，使得革命越演越烈。中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建立了
革命阶级的联盟，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

组织起来参与政治，使民众运动有了内聚力、方向和领导。
由此可见，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政党政

治成长的历史。中国政党的产生模式属“次生型模式”，由政
党来领导革命有其必然性。政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
革命道路的走向。
三、从革命的方式来说，中国革命具强大的动员型特征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革命的真正展开，需要有强大的群众

革命行动。这种局面的形成，一方面取决于群众自身的觉
悟，另一方面取决于革命者即革命的先进分子或领导者为

争取和团结所有革命力量所作的主观努力。“工人阶级所承
担的伟大任务是启发一切民主群众的革命意识，在斗争中

教育他们，领导他们进行猛烈的冲击。”[12](P442)群众的觉悟和
革命意识是革命能否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。
通过前面的论述，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本身的内

在逻辑：广大农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，中国共产党

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。在具体革命实践中，中国共产党在
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，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方式

来调动各革命阶级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，使之积极投身于

革命运动，形成党的“群众路线”。因此，中国革命呈现出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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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政治动员型特点，并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

建设战略。
“群众运动”指的是单独一个阶级或若干阶级或阶层参
与的集体社会政治行动。群众路线的提出是为了指导建立
群众与领导之间的“正确”关系。群众运动用来在社会革命
与阶级斗争的总背景下实现特定时期的特定目标。这些特
定目标经常以保障根据一种特殊阶级结构分析方法认定的

受压迫群众的社会经济权利为中心。中共的革命经历，从湖
南农民运动、后来的土地革命与土地调查运动、到建国初期
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清楚地展示了群众运动是保障下层群体

社会经济权利的最有效的手段。在整个革命时期，群众运动
也被用来摧毁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力以及在其支配下的中介

社会机构。在破坏的过程中，党建立了新的群众组织，产生
了新的积极分子。
“群众”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特殊含义，既不同于“人
民”，也不同于“公民”，“群众”与“阶级”之间的关系也很难
确定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，群众路线考虑农民的直接利

益，通过群众路线可以了解到农民的实际利益。正是通过群
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期间成功地找

到并维持了党的根本革命利益———这必须被置于优先地
位———与农民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所认定的经济利益———这
是不应该（或不能）牺牲的———之间的适当平衡[13](P13)。这种
均衡是农民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治和军事支持的必要前提，

也是党具有领导农民实现最终目标之能力的必要前提。
亨廷顿指出，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

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的过程。成功的革命要求
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在一起。一场
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，

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，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

创立。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动员群众革命的同时，成功地建立
了各革命根据地组织，并使之制度化，在此基础上，逐渐建

立了新的政治秩序。
四、从革命的历史逻辑来说，中国革命本身蕴含了走向

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

西方学者认为，从近代革命的历程来看，中国革命的发

生先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。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
一支主要力量并开始规定其方向之前，革命已经进行了几

十年。对当代政治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强调这一事实，即
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[14](P33)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
去把握中国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呢？

对中国革命的把握，必须放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

情境之中。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其特定
的历史逻辑和实现方式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
为，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，或者说社会性质，是解决中国一切

革命问题的最基本依据。同样，也是中国革命历史逻辑的基
本依据。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明确指出，中国半殖民
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，先完成

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，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。
然而，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作为

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存在。这就意味着，中国革命的历史逻
辑，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定的，同时

也是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。世界范围内的阶级

关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革命呈现出特殊性，以俄国

1917年十月革命为标志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分
为“旧”、“新”两个阶段。因此，中国革命呈现出自身的特性，
形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
样一个前后之间具有深刻逻辑联系的历史演进进程。建立社
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走向。
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，农

民理所当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，我们毫不怀疑这一历史事

实。然而，在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民是否一直保持
着其主体地位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，对广大农民来

说还意味着什么？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新时

期国家解决农民问题所必须回答的。
注释：

①邹谠在《中国革命再解释》中引用了 Roy Hofheinz Jr.在
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(1969)中的研究
结论，其中提到的“行为”指的是一系列特点，例如革命运动
本身的可行性和生命力、革命组织发展的内在过程、人员的
素质构成以及吸收新成员的严格程度等。
②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说明了当时边界红军的来
源：（一）潮汕叶贺旧部；（二）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；（三）

平浏的农民；（四）湖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；（五）许克

祥、唐生智、白崇禧、朱培德、吴尚、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；
（六）边界各县的农民。但是叶贺旧部、警卫团和平浏农民，
经过一年多的战斗，只剩下三分之一。湖南农民，伤亡也大。
因此，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，但已远不如

后二项多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 1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
6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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